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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改编电影的困境研究

——以国产电影《满江红》为例

【摘要】

改编作品一直在文艺创作领域常见常新，现行电影行业中更多的是取其中庸

之道，在部分保留历史真实的情况之下进行艺术创作。基于历史事件的改编具有

丰厚的成长土壤，同样的历史事件在不同时代所进行的影视改编、影视作品表现

出了不同的改编观念、不同的影视艺术语言特点、不同的主题叙事角度、不同的

人物面貌和不同的文化审美取向，但其一直以来大幅浮动的票房数据与两极分化

的观影评价证明了历史事件改编电影的不成熟。作为 2023 年刚结束疫情后春节

档的热门电影《满江红》，便是一部典型历史事件改编电影，其突出的优缺点也

得以从中分析改编思维与手段的问题，洞见历史事件改编电影的困境。

【关键词】 历史改编 《满江红》 电影艺术

【正文】

人类文明绵延千年，恒河沙数的历史事件成为电影创作者们的沃土[1]。在

中国电影市场中，历史改编电影的出现总是伴随着两极分化的评价和参差不一的

艺术水准，但同时它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导向的不仅

仅是电影剧本，在很大程度上，它满足了人们对于优秀文化的渴望和需求[2]。

历史事件改编电影作为一块尚未被勘探明确的宝矿，亟需针对现有问题进行梳理、

总结与反思，而中国拥有着绵延数千年的文明，改编好历史事件也尤为重要。学

界关于历史改编电影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大部分集中在改编的叙事策略分析[3]，

针对改编象征的文化符号的探究[4]以及对电影改编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实践的

总结[5]，但缺乏对目前历史事件改编电影的问题分析与困境研究，对历史事件

改编电影面临的挑战与这一题材本身的局限挖掘不够透彻，对影视作品最终呈现

的价值传递效果缺乏深入的反思。

本文以《满江红》为例，探讨改编者于观影趣味与史实之间的抉择以及其中

出现的问题，总结移植改编的惯用方法与模式，通过剧本细读与情节推置发现目

前改编套路下的弊病，兼论在“先入为主”的语境下历史人物塑造的问题，并进

一步诊断历史事件改编电影在价值传达上的深度。

一、改编策略的弊病：调和型改编策略的尴尬处境

在《电影改编理论问题》一书中将改变策略归类为了三派，即忠实型、创造

型和调和型。相比于创作成本高、“被魔改”风险大的创造型与呆板俗套的忠实



型，大部分历史事件改编电影都选择了较为温和的调和型[6]。显然，在这样概

念的划分下，《满江红》采用的就是调和型的改编策略，结合历史真实和艺术改

造呈现出来的一部春节档商业电影。但探究到底是艺术加工产生的“失真美”还

是穿帮错误导致的不严谨，双方的界限与度量依旧有待思考。

（一）真实历史事件的还原难度

诚如《满江红》开头便道明的——这是一个“虚构的传奇故事”。国产电影

中不乏利用观众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和神话史诗进行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采用

我们文化体系中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世界观和人物角色，本身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电影重新搭建、描摹的成本与难度，与观众不约而同地达成了一种本能的文化认

同[7]。但与此同时，弊端也十分明确——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必然一定程度介

入自己的常识与心证，无形之间对于制作团队对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权衡与拿捏的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叙事框架的搭建惯性

一般的调和型改编作品相较于其他原创作品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它可

以利用观众本身的知识储备主动丰满影片的世界观和人物形象，改编时可以顺利

地利用历史事件本身的架构来填充和重塑故事情节。但这样的“借力”不全然是

一件好事，其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

对于《满江红》来说，编剧同时选择了秦桧、岳飞等令人熟悉的历史形象，

选用了《满江红》这样一首耳熟能详的作品作为整部电影的同名标题。这样的选

择能让观众在进入放映厅之前就自动生成故事背景与世界观架构，但同死也避免

不了观众将新的改编作品与自己的知识体系不断进行对照。比如电影作品里塑造

起来的知名角色秦桧，和观众历史记忆中奸佞之臣的秦桧形象难免产生对应；在

《满江红》诗歌诞生的南宋这一时空坐标上，观众也难免根据自己对于当时当地

的史实积累，代入自己对于历史真实细节的考量。这样的观影心态对于一部商业

电影来说，如果要迎合市场无非两种选择，要么尽可能考据历史真实，让自己的

影片细节尽可能靠近历史真相，给观众以真实感；抑或精巧地改编，引人入胜地

说服观众进入编剧塑造的世界观与情节，放弃对于历史真实的纠结与剧情融为一

体，不显突兀。

（三）重塑内核的更大阻力

历史的真实自不必说，使用真实的历史人物名称，尽可能还原当时当刻的历

史场景，服装道具，是电影让观众有代入感的基础。而历史事件本身的情节发展

与主题内核已然成为共识性的存在，在此基础上的改编必然出现一定的架空性，

将与历史真实产生不同，影片要重新传达内核将面临更大挑战，其一来源于原著

的权威性，其二来源于观众的知识。因此，如何更自然地改编、使得改编的情节



更具说服力，成为编剧和导演与观众之间最重要的联通桥梁。

因此，以着重探讨《满江红》中与历史真实产生参差的细节是否造成了艺术

价值的折损来探寻叙事虚实的边界与尺度。

二、改编效果的参差：挪用的时代意象与缝合的历史想象

诚如上述所言，历史叙事不一定要完全遵从于历史真实，但是任何对于真实

性的削减，目的都是为了让文本更显文学性和时代性。换言之，这是一种博弈与

交换，创作者需要去衡量哪些真实感是值得牺牲的，取而代之的虚构内容是否蕴

含了更加值得传达的艺术价值。若盲目地追求自由创作而损伤了真实性，不仅不

尊重历史、损害了历史事件改编电影的艺术价值，更容易给观众根植错误的历史

画面，在不经意间影响受众，毁坏作品美感，造成“四不像”的尴尬产物。

（一）真实性的牺牲

当改编中的一些与历史事实相悖的地方不易察觉，且对于影片的人物塑造、

剧情推进具有正向的效果时，从电影主题和情感的表达角度来看，是取舍得当的

改编。

影片中，南宋词人蒋捷的《一剪梅·舟过吴江》多次以唱词的方式出现。开

始是艺妓瑶琴口中的袅袅之音，后来成为了张大与她爱情的娓娓唱词。瑶琴曾缓

缓唱到：“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而张大在瑶琴与何立同归于尽之时再度笨拙地唱起，却只是成了悲

怆的挽歌。不过细究起来，看似这首词点名了南宋末期的时间，十分契合电影设

定的岳飞被刺死后四年的时间节点，却并不应该出现在彼时彼地。1142 年 1 月

27 日，也就是绍兴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经宋高宗赵构批准处死岳飞
①
。依此推

算，四年之后也就是公元 1146 年初，是电影《满江红》设定的时代背景。但是

蒋捷的《一剪梅》写作于南宋消亡之初，临安沦陷之后，诗人在流浪途中颠沛流

离，在个人对于家庭和睦的向往之中，可以隐约瞥见山河动荡的隐忧
②
。如果将

南宋灭亡的时间定为元军攻破临安的 1276 年，词句传播，谱曲都还需要一定的

时间，中间产生了一个一百多年的时空裂缝。

（二）穿帮的价值

改编带来的时间的参差与穿帮并非毫无价值，在正确恰当的处理下，其利大

于弊。我们确实看到了张大和瑶琴身上那种“何日归家洗客袍”的憧憬，在动荡

时代之中对于家庭灯火的渴望，在仇怨缠绕之间对于爱恋的缠绵，最后随着影片

① 【元】脱脱：《宋史》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11725-11730。
② 沙金，安之卿，昆兰：《画里画外话宋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 1 月，第 202 页。



末尾那一场盛大的火葬化为灰烬。蒋捷的《一剪梅》是符合这两个角色的面孔的，

加之读者如果对于词句创作的具体时间并没有特别精确的了解，就并不会察觉到

穿帮。因此，这里对于《一剪梅》历史时空真实性上的牺牲，其实可以视作是为

了刻画人物作出的取舍，也粉刷出了张大瑶琴这一对亡命鸳鸯的悲剧底色。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中提到的“樱桃”也成为了影片中的重要线索，“红

了樱桃”，它是桃丫头从刘喜手里接过的那枚红果，是张大心心念念要带给爱人

的承诺，是瑶琴赴死之前要吞下的东西，是那个灰蒙蒙旌旗蔽空小院子里为数不

多的一抹暖色。字字句句与影片的声画产生了一种圆融和谐的效果，是这一份历

史真实的削减之下艺术性的丰富底色。

（三）艺术效果的折损

除上述问题之外，有一些历史细节上的不考究并没有换来等价的艺术效果上

的提升，且这样的历史谬误是可以通过前期编剧做足功课来规避的。比如最后秦

桧慷慨激昂背诵的《满江红》，开篇那句“鹏举绝笔，以明心迹”便是失当的。

编剧采用了观众熟悉的文言体系，却不符合古人对于称谓的使用规则，形成了对

于历史的不尊重。在古代礼法的约束之下，对于取名、称谓等方面都有着非常严

格的规定，《礼记·檀弓》有言：“始生三月而加名，男子二十冠字，女子许嫁

笄而字。”且当时认为成年之后，朋辈之间再互相称名是不恭敬的表现，所以一

般互相称字，在社交过程中以示尊重，同时“名”就仅用于自称和长辈称呼。显

然，岳飞，字鹏举，就算按照剧中的设定在书写遗言的时候，也绝对不会使用“鹏

举”来自称。这样的误用不仅对于影片整体艺术价值没有任何提高，还增加了误

导观众，扭曲文言常识的风险，应该是要规避的。

其实《满江红》之前本来是没有这样的一句话的，据调查，许多观众在观影

之时，面对横空出世的这样一段文字，起初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似乎与我们少

时就要求背诵的《满江红》有一些差别。编剧画蛇添足地增加这一句话，仅仅只

是为了契合影片中《满江红》是岳飞在风波亭留下的遗言的设定，看似这样的更

改只是在细微处做了文章，但其实无形之间让影片中涉及的这一首《满江红》成

为了一曲四不像的产物。

我们其实可以看出，不论是运用《一剪梅·舟过吴江》还是对《满江红》进

行一些啼笑皆非的改写，都是为了塑造一种“陌生化”的文言文体系，让观众瞬

间进入古色古香的世界观设定，刺激新鲜感。但是，一边追求着一种“陌生化”

的文学语境，希望通过用观众并不了解的文体来将人拽入当时当刻的文学语境，

将人抽离出我们的常识性语境[8]，一边不认真仔细地考究文化常识，运用错误

的知识误导观众的认知，才导致了结果上的啼笑皆非，也让《满江红》这首作为

主心骨的词作在艺术效果上大打折扣。



三、改编价值的局限：消费主义视域下的情怀移植

透过编剧导演一番装点之后的视听语言，我们也可以隐约看到其后的价值观

念。想从如此宏大的叙事当中去体会影片想要传达的价值，就不得不条分缕析地

去探究影片行进的故事逻辑和人物动线。

（一）任务目标的生硬设置

从叙事逻辑和行为动机上看，在于故事发展的大背景上满江红作为脍炙人口

的作品，改编的这个不同于历史真实的全新故事能否做到逻辑上的自洽就格外重

要。影片采用的叙事逻辑是风波亭事件之后岳飞将遗言书写在墙上，由秦桧的替

身背诵下来之后，散播消息让岳家军的人知晓，来找秦桧背出岳飞遗言得以传承

其志。这样的逻辑看似是自洽的，但是却让整个故事从一开始就变得非常扁平。

假秦桧将谣言散播给了岳家军，山雨欲来之间唯独真秦桧被蒙在鼓里。编剧利用

了张大和真秦桧之间的信息差，构思了这一场勾心斗角的大戏。看似巧妙，但如

果张大一行人舍生取义的筹码就是那一封“金人密信”的话，比起利用信件接近

秦桧伺机拿刀要挟他背出《满江红》，为何不直接以谈判的方式用密信去换取《满

江红》，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呢？张大一行人精打细算勾勒出来的近三个小时体量

的电影，从一开始就拥有更为明智的解方，无疑从根源上就瓦解了这个故事的严

密性，落入了“为了拍而拍”的窠臼。

（二）后置式情节的轻浮填充

1.人物形象的扁平化与情节推进的随意性

退一步讲，就算张大一行人考虑的方案是上述如此，电影中一些情节对人物

行为、思维的刻画也是扁平化的，且情节的推进具有太强的随机性和偶发性。还

是影片中最重要的物证“金人密信”，是写有秦桧罪状关键证据，这份关键线索

的流转就可以瞥见影片情节的“强推”色彩。开始这封信在岳家军后人刺杀了金

人使者之后，被马车夫刘喜藏了起来，岳家军们就准备以此为要挟，让秦桧背出

《满江红》。原本此时岳家军人手完备，秦桧通敌证据在手，场面一片大优。但

是刘喜的选择竟然是带着信件刺杀秦桧的心腹何立，这个情节就透露出了编剧为

了将信件转手强行推进剧情的意图。更有甚者，刺杀以失败告终后，何立拿到信

又将信藏在了桌上的砚台之下，最后被孙均顺手牵羊。孙均一伙人得到信件之后

又安排瑶琴将信件生吞。何立人设机关算尽，拿到信件之后却依然随意处理。事

发后何立根本不敢在秦桧面前透露过自己曾拿到并弄丢过信，老谋深算的他既知

信件重要，不悉心保管的行为便显得更为戏谑。

可见在编剧的设计中密信的转手，只是“为了转手而转手”的强行推进。信

件的每一次流转，都不是人物在严密逻辑思考下的必然选择，而是阴差阳错意外



中的乌龙结局。很难想象这是背负着沉重任务的“历史人物”做出的选择。在那

个每一步行差踏错都可能要付出生命的环境下，人物依旧儿戏的选择让整一出

《满江红》成为了一场无脑狂欢的滑稽戏，也让刘喜、瑶琴一行人的强行牺牲沾

染了强行煽情的灰尘。在这场悬疑大戏之下，每一步关键情节的推动，都靠着敌

对双方的失误与“送人头”进行，只会让这一方小小庭院中的权谋更显轻浮。

2.虎头蛇尾的结局升华

而前场略显生硬的剧情，与后面法西斯美学的盛大结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多观众在最后的慷慨激昂的《满江红》全军复诵中热泪盈眶。仿佛预先构想了

一个不落窠臼的故事结尾，然后努力地堆砌之前的情节，来通往最后这个盛大的

结局，有种狼狈的参差感。

（三）难逃窠臼的价值塑造

改编历史事件的电影不在少数，面对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史实与历史人物，

敢于对既定过去进行大胆创新改变的历史改编电影却并不多见。

《满江红》很好地遵照了历史上岳飞、秦桧等真实人物最终的结局，选择在

激动人心的“全军复诵”之后，孙均留下秦桧的性命。在此之前，主角团一定要

面见秦桧，与秦桧谨慎谈判的原因是，他们需要秦桧活着背出满江红。但是这依

然无法解释为何在“全军复诵”的情节之后，孙均依然不杀秦桧。纵观全片，根

据孙均大义凛然的原台词——“你以为这么多人死就是为了杀你？你觉得这样做

值吗？其实你的命在他们眼里，一钱不值。”其实秦桧本人于他们而言，已经没

有任何价值，留下他性命的理由是“让他接受世人的唾骂”而已。

首先，要质疑主角团一行人在前端进行的“价值选择”。在他们的视角里，

必须要生擒秦桧获得岳飞的《满江红》。其实这个阶段营造的这种强行对立的价

值选择是非常狡猾的。在影片构建的选择中——杀了秦桧的代价是《满江红》永

远失传。诚然，《满江红》是有很分量的，这首诗很重很重。在影片中他是岳家

军对岳飞无上的敬仰与尊重，是缅怀逝去英雄的一块隐形的丰碑。同时，我们观

众站在当代的视角，站在一代代人凝练出来的《满江红》的文学价值的立场上，

难免自觉地代入——觉得《满江红》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所以不难理解此处主角

团需要使用“缓兵之计”。故退一步而言，如果在这个阶段编剧的安排是先拿到

《满江红》，再杀秦桧，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在《满江红》复诵之后，编剧依然

安排留秦桧活口，显然透露出了在剧本塑造的价值体系之中，“杀秦桧”这件事

情是不重要的。

但真的如此不重要，以至于一句“忍受世人的唾骂”就轻飘飘地略过了吗？

秦桧身上背负的包括岳飞在内的人命，不值得血债血偿吗？秦桧的存活又是否会

造成更多人的牺牲？作为位高权重的高官，如果留他活口，他是否在押送的过程



当中有了更多斡旋的余地和空间呢？活生生的人命和一首流芳千古诗词的价值

孰高孰低笔者不敢妄言，二者之间的价值比较也着实困难，但“杀秦桧”的选择

在《满江红》这首诗面前也并非影片勾勒的那么没有分量。按照影片的逻辑，让

秦桧继续沉溺在流淌的权利之中，在黑暗腐败的官场政治中斡旋，残害更多和岳

飞一样忠烈的人，为何不是一种更残酷的结局？

《满江红》的情怀很好理解，这些角色觉得对秦桧最好的惩罚就是让他忍受

世人的唾弃。“唾弃”，多么有文艺质感的一种惩罚。虽然影片并没有处理好这

一部分的逻辑，就任由孙均骑着马扬长而去了。自此，《满江红》里面或阵亡或

存活的角色都镀上了电影滤镜一样金光熠熠的边框。

但是在真实的语境之下，真实的爱恨真的可以用一句“让他忍受世人的唾弃”

就割舍掉吗？诚然，这个世界上面对恩怨，有人以德报怨，恰如金庸笔下的裘千

仞在绝情谷中手握仇人黄蓉的女儿，却选择放下，“王图霸业，尽归尘土”；也

有人选择去复仇，有报恩的狐仙为书生当牛做马，有不甘的怨灵仇人未灭不愿转

世，有时候我们甚至创造了神魔怪力、奇诡巫术来辅助主人公，只为了他们能够

手刃仇人，血债血偿。这些都是对于自己恩仇的一种交代，自洽合理，不予置评。

那影片如何给岳家军的恩仇以交代呢？张大、刘喜等人如此爱戴岳飞，以至

于为了一首诗前仆后继地付出自己的生命，那面对夺走了将军性命的奸佞之徒，

又如何割舍复仇的火焰？他们如何有把握无凭无据，世人就可以认识到秦桧真实

的面孔？若是给了奸臣翻盘的机会在朝野之上继续站稳脚跟，又有多少“精忠报

国”之徒将死于非命？简单潦草地给他们的仇恨一个出口，就是相信在死后岳飞

一定沉冤得雪，秦桧一定恶有恶报，又何尝不是对这些人物的一种敷衍。

人们总说塑造得成功的角色会给人一种他们真的活过的感觉。但幸好这《满

江红》是一场虚妄的大戏，就像电影的最后，主角团一行人的尸体排列在草垛上

焚烧，烟火缭绕之中的《满江红》仿佛披上了所谓“东方的浪漫”，但是这样的

浪漫之下一张又一张血肉模糊的脸，一个又一个“张大”，只能在历史缱绻的尘

埃里绝望地留下生命的挽歌。

四、总结

在观众语境日益强大的新时代下，历史事件改编电影顺应潮流，拥有广泛的

受众群体与潜在流量[9]，本文试图还原国产电影《满江红》的历史事件改编过

程，以《满江红》为例，探究改编者在观影趣味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抉择，着重探

讨其出现的问题，从改编策略的选择、改编手段的运用、改编价值的展现这三个

环节中发现当代历史事件改编电影面临的困境，其改编过程中对于情节虚实把控

较为犹疑模糊，对于素材添加的严谨性仍存在问题，对影片的价值传达仍较为狭



隘。

中国作为一个自身文化历史绵延数千年的国度，拥有着浩瀚丰沛的历史素材

库，其中动人的故事情节与优秀的精神内核亟待电影人的挖掘与传播。总结历史

事件改编电影的困境，厘清观众观影体验与影片呈现之间的落差，为改编者们提

供“自照”的平台，挖出痛点才能解决病根，有助于历史事件改编电影的健康发

展，促进文化的优质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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